韩子勇：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尊重文化资源和数据的多样性、多元性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催生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
最近，中央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甫一出台，旋即引起资本市场关注，相关板块紧跟异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看来，这不但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抓手。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艺术智库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在70年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汗牛充栋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未来如何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批资料？如何将这些珍贵资料数字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在接受财联社专访时表示，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带入快车道，也推动了数字化文化消费场景营造的进程。
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尊重文化资源和数据的多样性、多元性
财联社：最近，国家出台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你怎样看待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义呢？
韩子勇：事实上，“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新词汇，而是由来已久，并且它和“信息化”是相伴而生的。文化数字化在我们国家也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所下发的《意见》当中，有几处值得关注并且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地方。
第一，是强调全。《意见》中明确提出，国家文化数据要整合现有数字化文化资源，同时要加快对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从而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景呈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将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与全民进行全面共享。这是一项非常宏大的规划，不仅数量大，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是强调供给和共享。《意见》中要求文化数字化的最终成果是形成线上线下立体覆盖的文化供给体系，要求全面开放文化数据，使所有成果都能够为全民共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来之于民，也应用之于民，享之于民。
设立这样的目标，需要开阔的胸怀；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博大的雄心。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存储、开发、利用、重构、传播、再现与延展，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数字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数字化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是文化强国必经之路。
财联社：如你所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一项非常宏大的规划，数量大，难度大，那么，要将如此庞大且纷繁复杂的文化数据进行整合，需要注意什么？
韩子勇：科学合理的整合可以使相关的文化数据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也能促使民众更加宏观、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这其中，可能有许多需要考虑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需要考虑文化数据的性质，学术研究资料与艺术赏析资源能否整合？是否需要对孤本、绝版等重点资源予以单独考量？是否需要观照文化数据现有的结构和管理机制？
这项庞杂的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文化资源和数据的多样性、多元性，充分保持原有特色和竞争力，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朝着统一的方向逐步推进。
数字化可以让艺术藏品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
财联社：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有很多珍贵的艺术藏品，在藏品数字化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推荐？
韩子勇：早在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藏品数字化工作就已经启动。近年来我们加快了数字化抢救、保护的脚步。就拿古琴来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古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和保护单位，收藏有全国藏量最大的琴器、早期古琴录音和珍贵善本琴谱。
近些年来，我们对所收藏的琴器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和出版，对其中最重要的琴器进行三维建模。我们对所收藏的古琴历史录音进行全面整理，将1950-1970年间采录的部分珍贵古琴录音出版（《丝桐神品——古琴（1950-1970）》，共30张CD，收录274首琴曲），成为当时体量最大的单种乐器音像出版物，并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财联社：今年4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线传统音乐的新网站“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据了解，现在听到的这些中国传统音乐录音已经是数字形式，那么这批档案是如何进行数字化的？
韩子勇：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变化甚至灭失，但数字化可以让它们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在数字环境下留存较完好的样态和更丰富的信息。
从前面谈到的音响档案的特殊性可以看到，音响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有很大的难度，主要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难点。第一个是时间问题，简单说就是要快。由于音响档案可保存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要在它有限的寿命中，尽早尽快对其中所留存的内容进行数字化抢救和保护，否则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第二是保真，要在保护管理好原始载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科学准确地提取原始的声音信息，还原它所记录的声音内容，这就涉及到专业设备、专业技术、专业人员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的记忆”后的20多年里，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数字化抢救保护工作。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响档案保护专家亲自指导，全面借鉴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包括还放设备、操作流程、技术标准、存储规范等等。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了档案保护的基本理念，坚持秉承保存历史信息、忠实原始音响的基本原则，尽最大可能提取声音信息，并且不对所采录的原始音响做任何降噪之类的美化与修饰，从而保留记忆，还原历史。
在数字化保护过程中，我们组建了由音乐学家、音响工程师、音响档案资料管理员三合一的专业团队，形成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由于资料所涉采录、转录人员较多，历时较长，且部分经过转录，因此会出现原始数据中有错讹，记录不统一、不完整等等情况。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果，建成了一个数据量庞大的音频专业数据库。刚刚上线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网站就是这个数据库的发布平台。
文化遗产载体的数字化和数字资源的社会化、公开化进程，不是以前把藏品锁在库房里，数字化以后又把数据封闭在数据库里，而是要面向社会大众发布和共享。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因此，“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面向全社会、全世界开放使用。
建成一个开放性数据平台
财联社：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数字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韩子勇：应当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的建设很好地呼应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的相关内容和要求，这是偶然的，更是必然的，这是趋势，也是形势。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是我们在这项工作上的一个起点，未来我们还将在资源共享上做更多的探索和努力。实际上，我们致力于将这一数字平台建成一个开放性数据平台，不限于资源共享，也包括资源共建。通过共享和共建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平台里的资源内容更加丰富、历史信息更加准确，同时也能唤起民众的参与感，使每一位关心传统音乐、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都被赋予一份历史责任感，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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